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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熊式一话剧《王宝川》在国际舞台获得广泛认可，亦陷入了自我

东方化的舆论争议之中。为清晰传递中国文化立场，熊式一在剧作中设定王

宝川直面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双重价值矛盾，致力于突破“中国的玩

偶之家”所蕴含的认知困境。王宝川出走这一核心伦理选择，推动她的伦理

身份从父权伦理体系下的从属者向具备协商意识的主体转型。该转型过程呈

现出鲜明的流动性与开放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动态的“第三空间”。这

一空间承载着多元文化意识，通过持续的伦理协商达成价值共识，进而向世

界呈现“中国的真实情形”。王宝川的出走叙事，不仅彰显了伦理协商与跨

文化对话的可能性，更为中国戏剧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语境下“讲好中国故

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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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notion of “China’s doll’s house.” The critical ethical choice of Lady Precious 
Stream’s breaking away has facilitated her transformation from a subordinate 
within the patriarchal ethical system to a subject capable of active 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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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式一的剧作《王宝川》（Lady Precious Stream）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和

文化内涵在世界舞台彰显了中国戏剧的价值。该剧自 1934 年于伦敦西区上演

以来获得巨大成功，连演 900 余场。11935 年剧作首次进入美国剧场，第一季

度在纽约布思剧院（The Booth Theatre）成功创下超过 200 场次的演出佳绩。2

《王宝川》的热度不仅限于欧美主流国家，20 世纪 30 年代还被翻译成多种

语言，在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地上演。3 该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

泛接受，被《泰晤士报》（The Times）称为“载入史册”（Anon, “A Place in 
History” 5），可谓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

该剧在大众传播领域大获成功，却也引发了诸多争议。自问世以来，《王

宝川》便面临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的诘难。这一评价恰与阿里夫·德

1　 参见 熊式一：《八十回忆》，北京：海豚出版社，2010 年，第 40 页。

2　 参见 Ashley Thorpe, “After Thought: Archiving Absence through a Practice-as-Research Produc-
tion of Xiong Shiyi’s Lady Precious Stream,” TDR: The Drama Review 63 (2019): 83。
3　 参见 熊式一：《八十回忆》，北京：海豚出版社，2010 年，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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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克（Arif Dirlik）所界定的“东方人的东方主义”（281）相契合，即东方

人内化了西方社会的认知规训，并以东方主义的话语视角对自身文化进行审

视与建构。熊式一在剧中建构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幻想曲”（Anon, “Kingsway 
Theatre” 4），被洪深批为未呈现“中国真实情形”，反而刻意“迎合和补充

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偏见”（洪深 252）。针对这一争议，熊式一曾阐明创作

初衷：“我把一出中国旧式京剧，改成合乎现代舞台表演，入情入理”（熊

式一，《八十回忆》 30）。近年来，学界对该剧的研究无论是挖掘多元语境

空间中的中国性内涵、梳理重塑东方的实践路径，还是探究文化身份与文化

主体性的建构逻辑 1，均从文化的宏观视角回应了当年洪深的诘问，鲜少关注

熊式一选择王宝川作为主角的道德考量。熊式一改编《王宝川》，正是要避

免主角“奸情”和“谋杀亲夫”（熊式一，《王宝川》 191）等旧社会伦理失

序行为在跨文化交流中可能导致的“辱国”问题，是一次在协商中寻找伦理

共识的戏剧跨文化实验。由此，熊式一让王宝川走出中国的玩偶之家，并借

助伦理身份的转变在叙事两端发起伦理协商，邀请多元文化意识进行超越时

空的跨文化对话。

一、王宝川之困：中国玩偶之家

《王宝川》改编的点睛之处，莫过于熊式一独具匠心，让主人公王宝

川毅然出走。《泰晤士报》曾以“中国玩偶之家梦境”（Anon, “Open-Air 
Theatre” 2）评价《王宝川》，可谓一语中的。王宝川与《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 1879）的娜拉（Nora）类似，深陷双重伦理困境的泥沼之中难以

自拔。然而，王宝川选择走出禁锢她的中国玩偶之家，成为了兼具流动性与

开放性的伦理主体。她选择出走，在故事世界开启了全新的时空场域。观众

也受邀置身其中，携手推动叙事进程。 
王宝川是中国新旧思想激烈交锋背景下被塑造出来的人物，承载着传统

与现代的双重淬炼。新文化运动以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新时代精

神深刻影响了戏剧的创作与实践，旧道德与新道德的对立与冲突成为戏剧家

们探讨与论争的核心议题。洪深在批判《王宝川》的文章中，开篇直指熊式

一的选本存在“称道与推崇旧的成就与传统生活”的问题（245）。在洪深看

来，“女子的柔顺”属于已然过时的“旧道德”范畴（245）。毋庸置疑，王

宝川与王宝钏之间存在着精神与文本关联，均深陷父权制下女性的生存困

境。但核心问题在于，改编后的王宝川是否必须承袭旧道德？在二者所处的

伦理语境中，父权的压迫具象为以男性为中心的家——相府与寒窑。这两个

1　 参见 倪婷婷：“多元语境下的中国性呈现——以熊式一的英语创作及其争议为考察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20）：96-104；张婷婷、徐玮：“重塑东方：熊式

一‘文化抗战’的跨文化实践”，《艺术百家》4（2025）：55-63；黄炜星：“古典赋技、文

化挪用与身份探寻：从熊式一的 <王宝川 >述说跨文化交流”，《广西社会科学》12（2021）：

18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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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的生存场域中，女性以柔顺的女儿、恭顺的妻子身份存在，不得已向不

平等的家庭秩序妥协。20世纪30年代，女性意识逐步觉醒，面对持续的压迫，王

宝钏的顺势妥协已不再是被压迫女性的唯一出路。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

生（Henrik Ibsen）于 19 世纪末创作《玩偶之家》，以主人公娜拉为女性提供

重要的参照。娜拉曾是孝顺的女儿、恭顺的妻子，从依附父亲的家转向依附

丈夫的家；直至伪造签名事件触及父权的核心利益，遭受双重苛责后，她才

认清自身在家庭中的玩偶本质，最终选择出走。王宝川身上无疑具备现代女

性所追求的自由精神特质与自我觉醒意识，而她始终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在

于：究竟该选择成为王宝钏，还是娜拉。

当王宝川这一形象登上西方戏剧舞台，她承载的文化意涵被置入中西文

化交流的宏观语境之中。作为被东方主义话语持续审视的文化载体，她的个

体生存困境扩大为交织着权力博弈与认知隔阂的民族文化困境。自 17 世纪

以来，充满异域色彩的东方成为西方的文化热点。但该热点并未建立在对东

方文化的深度认知之上，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仅限于模糊的想象与碎片

化的传闻。在《王宝川》上演之前，伦敦戏剧舞台从未呈现过原汁原味的中

国戏剧创作。彼时，《黄马褂》（The Yellow Jacket, 1912）《灰阑记》（The 
Circle of Chalk, 1924）等中国风戏剧作品主导着西方戏剧市场。然而，这些剧

作并非对中国戏剧文化的真实还原，而是西方创作者基于对东方的刻板印象

与猎奇心理虚构的产物。20 世纪初，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妖魔化态势加剧，甚

至演变为一种畸形的文化风尚。熊式一作为剧作家亦未能幸免，他的形象被

西方媒体歪曲为杀人、抽鸦片的满大人。1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对东方的想象

固化为一套不平等的权力秩序，无论是将东方浪漫化为诗意的乌托邦，还是

丑化为愚昧落后的蛮荒之地，本质上都是西方依托自身文化霸权与文化优越

感，对东方进行单向度建构与强制性赋义的集中表征。

王宝川作为首位出现在西方主流戏剧舞台、表达中国传统戏剧精髓的核

心形象，肩负着向世界阐释现代中国思想、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下不平等文化

秩序的重要使命。然而，该使命的实现面临着多重现实桎梏。长期以来，西

方观众深受东方主义话语体系浸染，对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缺乏系统理解，他

们的价值观亦被西方文化逻辑深度规训。如何引导西方观众理解王宝川的生

存困境、实现跨文化情感共鸣，成为戏剧改编实践中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若

一味复刻中国传统戏剧的叙事范式，西方观众将难以领会王宝川抉择背后的

深层文化意蕴与情感逻辑，仅会将剧作视为猎奇的异域文化符号，无法触及

人物的精神内核与文化本质。反之，若生硬套用西方戏剧的叙事框架进行改

编，王宝川将彻底丧失独有的文化标识，沦为西方戏剧中“梅花女”（Moy 

1　 参见 Shih-I. Hsiung, “Never heard of a Mandarin,” Oxford Mail, 17 June 193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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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h Loy）1“常海棠”（Chang Hi-tang）2 式角色，最终消解中国文化身份的

独特价值与象征意义。因此，熊式一为王宝川设置出走的叙事抉择，堪称契

合时代语境的创造性艺术突破。当他致力于将旧式京剧改编为契合国际审美

范式、遵循跨文化传播规律的现代舞台表演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

何将王宝川塑造成兼具本土文化根性与现代性特质的中国文化形象？

熊式一对王宝川的角色塑造，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明确目的性的修辞性叙

事，强调“某人在某些场合和目的下向另一个人讲述某事”（Phelan ix），这

意味着每一层叙事实践都内嵌着叙述者的立场与价值意图。戏剧的特殊之处

在于“更为真实地展现剧作家的伦理诉求和道德关怀，是一种相对直观、易

于理解且能即时引起观众共情的叙事类型”（刘茂生，《英国戏剧的伦理叙

事研究》 19）。熊式一的创作遵循这一逻辑，以王宝川的伦理选择 3 为叙事资

源，与观众进行立场协商。正如傅修延所言，“叙事的主体是具有伦理立场

的个体”（88），熊式一讲述王宝川的出走叙事，必然承载特定的价值导向

并推动相关价值观的传播。这种价值体系并非凭空生成，而是与叙事人物的

伦理身份形成深度绑定，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4 王宝川的

行动穿梭于相府、寒窑与行宫，带来伦理身份的动态流变，形成独特的叙事

线索，将不同时空的生命片段串联为一幅完整且立体的文化图景。她的每一

次人生选择，均意味着以全新的伦理身份为立足点，重新审视并回应自身的

生存困境，为观众提供了审视中国社会多元关系中权力结构的独特视角。王

宝川两次出走引发的身份变化，为戏剧叙事注入了丰富的流动性特征，使《王

宝川》得以突破单一的时空边界，邀请观众思考不平等权力结构在不同社会

形态、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普遍性与延续性，商讨伦理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方

式。熊式一通过王宝川出走的设计，以开放的叙事姿态在舞台和现实之间搭

建混杂空间。观众受到王宝川的邀请，在新空间中进行价值判断，与作者开

启超越时空的跨文化交流，进而抵达伦理共识。

王宝川的出走叙事，不仅是戏剧形式的革新，而且是一场具有范式意义

的跨文化实践。剧作以修辞性叙事策略为核心路径，为王宝川这一角色赋予

多层次的伦理意涵：通过伦理身份的动态流变与重构，塑造兼具真实性与文

化辨识度的现代中国女性形象；以开放的叙事框架，构建了中西方文化平等

1　 梅花女是 1912 年美国剧作《黄马褂》中的女主人公，与男主角武豪杰相爱并助他复仇。该

剧用中国道德观念重释《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的朝圣和救赎主题。

2　 常海棠是 1924 年德国剧作《灰阑记》中的女主人公，被迫周旋于皇子和马员外之间，遭陷

害被判斩首。皇子登基巧使灰阑记洗清其冤屈，海棠获释并宽恕仇人。该剧改编自中国元杂剧《包

待制智勘灰阑记》，1929 年经詹姆斯·拉弗（James Laver）英译后在伦敦上演。

3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4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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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的话语空间。王宝川的出走抉择，打通了文化壁垒的关键节点，为跨文

化叙事格局注入了流动性与包容性。在某种意义上，王宝川的出走叙事超越

了戏剧艺术的本体价值，成为承载中国现代性探索、诠释现代中国文化身份

的关键媒介。她的出走，既映照出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实践探索

难题与文化突围尝试，也折射出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认知隔阂困境与跨

文化融合可能。

二、走出相府和寒窑：从父权的从属到协商的主体

20 世纪 30 年代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中国戏剧，可分为中国传统戏曲与中

国风戏剧两大谱系。中国传统戏曲以文化外交为核心传播路径，包括梅兰芳

访美期间展演的《贵妃醉酒》、程砚秋留欧演绎的《荒山泪》等经典剧目。尽

管戏曲传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进入西方公众视野，它们始终是西方

话语中承载了异域风情的艺术奇观。西方观众所接收的仅为中国“延续七百

年未曾间断的文化传统”（Skinner 562），并未触及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中

国风戏剧的代表性作品则为《黄马褂》《灰阑记》。此类创作本质上是西方

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选择性挪用，最终服务于“西方现代性”话语建构（Thorpe, 
Performing China on the London Stage 97）。不同于上述两种戏剧形态，《王宝川》

既未复刻传统戏曲的叙事范式，强化西方对中国的刻板认知；也未盲从西方

现代性话语体系，沦为西方文化叙事的附属品。作为具备伦理主体性的叙述

者，王宝川的出走展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知识的双重反思与辩证

整合，推进了从父权制下被动从属者向独立协商主体的身份跃迁。这一身份

转变使王宝川跳出了以父权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不平等等级秩

序，得以从中国现代性的视角来审视传统社会的结构肌理与权力运作逻辑。

在相府中，王宝川与父亲王允以“三击掌”的仪式完成了伦理上的决裂，实

现了从父权话语体系下的客体，向自主掌控自身命运与主动伦理选择的伦理

主体转变。而贯穿这一关键情节的宝衣意象，构成了区别王宝川与王宝钏的

重要标记，清晰地揭示了二者在伦理选择、主体意识与精神内核上的不同，凸

显了剧作的反传统叙事价值与文化批判意蕴。在《红鬃烈马》中，王宝钏所

着宝衣是君臣伦理与父权权威的具象。该宝衣为皇帝以“君臣之义”为名义

赐予王允的封赏（王瑶卿 127），王允继而以父女亲情为托词转赠王宝钏。王

宝钏在王允的要求下被迫脱下宝衣，本质上未能脱离皇权与父权的双重规

训。在“三击掌”关键节点，王宝川则呈现出迥异于传统的主体姿态：她挣

脱了被动臣服于命运规训的叙事范式，直面生存困境提出自食其力方案，并

以“好女不穿家里衣”1（Hsiung, Lady Precious Stream: Acting Edition 31）为

宣言，脱卸宝衣与珠宝。这一行为并非情绪化的冲动抉择，而是基于理性思

1　 本文有关《王宝川》英文版引文均来自 Shih-I. Hsiung, Lady Precious Stream: Acting Edition, 
London: Methuen, 1936。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为笔者拙译。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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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的主体性行动，向观众表明她不仅摆脱了对家庭经济的结构性依附，更在

精神维度上实现了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超越，成为挑战权威、自主掌控生命轨

迹的现代女性先锋。

《王宝川》并未局限于对传统等级制度的批判，更延伸至对西方个体主

义抗争的审慎省思。新文化运动时期，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潮在中国社会全

面播撒，女性解放成为动摇封建等级秩序的核心议题。1918 年，《新青年》

刊发“易卜生专号”，把《玩偶之家》娜拉作为出走的文化符号，更加凸显

其反抗性，将女性解放与社会现代性变革深度勾连。1923 年，鲁迅在《娜拉

走后怎样》的演讲中，尖锐批判了西方个体主义抗争模式的内在局限：单纯

的个体意识觉醒，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1 剧作中，王宝川的母亲

从现实生存困境切入发出诘问：“放弃珍馐佳肴，选择粗茶淡饭，你怎么过

得下去呀？”（44）这一追问加深了王宝川对女性解放的思考：回归相府依

附父亲，她将沦为父权进行利益交换的物化符号；依靠丈夫，她会陷入生存

危机并面临被二次物化的风险；而坚守寒窑独立抗争，她自由的合法性与可

能性又该如何保障？熊式一让薛平贵滞留西凉，为王宝川搭建了父权缺席的

生存场域，在十八年的寒窑坚守中，完成了对“娜拉出走之后”这一时代命

题的伦理实验。

王宝川十八年寒窑独守的岁月向观众揭示现实问题：孤立无援的个体抗

争，难以构筑女性主体性独立的根基。熊式一在剧作的叙事节奏把控中尽显

匠心，向观众阐明王宝川再次出走的必要性。他以整幕篇幅浓墨重彩地铺陈

王宝川从相府奔赴寒窑的身体位移与心理嬗变，刻意强化了女性出走行为裹

挟的决绝姿态与现实困境。与之形成对比，王宝川寒窑十八年的独立生存历

程，被扁平压缩成一句“衣着褴褛”的叙述（67），以极具张力的方式呈现

了女性孤立抗争的现实困境。十八年坚守未能为女性独立带来曙光，反而将

王宝川推入更深重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当王宝川迈出寒窑的刹那，她完成了

颠覆性的身份跃迁：从寒窑中坚守的边缘个体，转变为掌握独立话语权的协

商主体。在王宝川与薛平贵的关系建构中，传统叙事里依附与被依附的等级

结构被摒弃，转而形成权力对等的合作模式。二者共同主导复仇叙事的最终

走向，重构全新的主体互动关系。

宝川：大王今早面圣的结果如何？

平贵：很好，皇上已把魏虎交给我处置。

宝川：太好了！大王打算怎么办呢？

平贵：还没办，我还想请你来决定。（91-92）

对话清晰呈现了多元协商的主体互动逻辑。在《红鬃烈马》中，王宝钏

1　 参见 鲁迅：《鲁迅文集·杂文集》（上），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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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薛平贵的关系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化特征。她实现诉求需要依赖自上而下的

恩准，始终处于依附性的位置。而西方现代戏剧的叙事范式中，女性主体意 

识的觉醒往往呈现为与男性二元对立的激进反抗，具有非此即彼的倾向。反

观王宝川，她的选择超越了以上两种框架：既不向男性权威卑躬屈膝，也拒

绝陷入对抗性的权力博弈；而是以平等的主体身份，与薛平贵展开理性的协

商与共治。这种共商共办的互动模式，为消除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彰显

中国传统智慧的现代路径：摒弃极端化的二元对立，以对话与合作的方式，在

权力的动态平衡中寻求问题的最优解，这正是中国传统伦理中“和而不同”的

价值精髓。

王宝川的两次出走，串联起相府、寒窑、行宫三个空间，借身份的转换，为

观众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动态视角。王宝川对主体独立前后的

双重体验，直观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等级制度的普遍性。通过王宝川的出

走，剧作完成对王宝钏与娜拉的创造性转译与重构：既批判了王宝钏丧失主

体意志的盲目顺从，也解构了娜拉脱离现实基础的虚假独立，以平等的伦理

主体身份与薛平贵建立协商关系。她的出走向观众证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不

是对传统的彻底决裂，也不是对西方的全盘照搬，而是在传统与现代、东方

与西方的碰撞对话中，进行的多元共生、协商共进的伦理实践。然而，正如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警示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21）。王

宝川所倡导的平等协商理念，能否真正打动观众内心，打破固有的文化偏见

与认知桎梏，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如何构建

一种既契合西方观众审美习惯，又坚守中国文化内核的话语，实现中西文化

的平等对话与有效沟通，是《王宝川》跨文化叙事实践的核心命题，也是当

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面临的关键课题。

三、走向世界：基于伦理共识的文化对话

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化，跨文化交流不断拓展。作为 20 世

纪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之作，《王宝川》再度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成

为重新审查与阐释的重要对象。2011 年，艾什莉·索普（Ashley Thorpe）在

伦敦舞台开展《王宝川》展演档案重建工作，系统还原了剧作在跨文化舞台

演出过程中的文化协商机制，更深入揭示了剧作在历史语境变迁中所呈现的

“反思性”特征（Thorpe, “After Thought” 85）。从这个意义上说，剧作在跨

文化实践中完成了从静态文本符号到动态文化行动的范式转型，实现了真正

意义上的出走。相较于逐字直译，熊式一采取了“熟练、大胆”（Lin 41）的

改编模式，打开王宝川的世界，建构连接舞台上下、沟通中外的第三空间，探

索出一条能够引起观众共鸣并从中国文化角度思索“人性的真实”的跨文化

对话路径。拉塞尔斯·艾伯克龙比（Lascelles Abercrombie）在 1935 年英文版

《王宝川》的序言中提出了极具学术价值的洞见：“熊先生笔下的这个世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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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宝川’为名的年轻女子所身处的世界，是一个精致、得体的真实存在，它

所彰显的，是一种深刻的人性真实”（转引自 Hsiung, Lady Precious Stream 
ix）。正是基于对“人性的真实”这一伦理理念的价值共鸣，不同时空、不同

文化体系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才得以实现。

王宝川的出走叙事，是一场以伦理选择为核心、以共识构建为目标的多

元对话。熊式一借王宝川的出走，以个体命运为镜，映照出人类共通的伦理

诉求，与观众共同探讨“人性的真实”这一文学与哲学的核心命题。在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全球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物质文明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人类却仍面临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地缘冲突阴云不散、阶级分化矛

盾加剧等全球性困境。这些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迫切呼唤以

“整体善”为核心的正义伦理登场。王宝川在中国玩偶之家中遭遇的生存困

境，是熊式一剖析全球非正义问题根源的重要切入点。他洞察到，无论是个

体的生存挣扎，还是不同文明间的碰撞与冲突，均指向同一根源：不平等的

社会秩序。王宝川自幼受父权制度桎梏，个人意志、自主选择与人格尊严，始

终让位于父权权威与家族利益。基于对这种不平等秩序的深刻体认，王宝川

的出走被赋予了深刻的伦理内涵。通过王宝川的身体在相府、寒窑、行宫等

多重场域的流动，她得以在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碰撞、对话与交互中，持

续重构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王宝川出走所蕴含的流动性与开放性，容

纳了霍米·巴巴（Homi Bhabha）提出的“全球性与民族文化的非同时性错

位”（228）。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时代语境下，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节奏、实

践路径与文化语境存在显著差异，这种非同时性错位极易引发文化误解与价

值冲突。而王宝川的出走叙事，凭借独特的伦理包容性，为调和这一文化错

位提供了可行的实践路径。它摒弃文化对立的思维定式，不再执着于文化间

的本质性差异，转而以身体流动与身份转换为载体，建构出一个动态、多元

且富含混杂性（hybridity）的“第三空间”。霍米·巴巴明确界定，“第三空

间”并非两种文化本源的机械叠加，而是在相互碰撞、伦理对话与深度融合

的过程中生成的全新文化形态，独立于原有文化体系，即“混杂性不在于追

溯两种本源，而是生成第三种”（228）。在这一空间内，文化的固有边界被

打破，身份的刻板标签被消解，不同文化元素在伦理意识的指引下自由交流、融

合与重构，为跨文化多元协商搭建了核心场域。

观众通过出走的开放性讲述框架，接受熊式一的邀请，一起进入叙事创

造的第三空间，参与王宝川对不平等秩序的主动抗争：从相府和寒窑出走，是

对父权禁锢和阶级固化的突破；从东方刻板印象和西方普世宣传中出走，是

对文化霸权的突围。熊式一并未将王宝川塑造成迎合西方想象的觉醒女性，而

是借其故事彰显中国文化独有的伦理智慧与现代转型路径的可行性。王宝川

的出走，既区别于西方个体主义的激进式反抗，也不同于中国传统女性的被

动顺从，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中庸之道”的智慧选择。她的反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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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彻底颠覆既有秩序为目标，而是致力于在秩序框架内寻求契合人性尊严的

平衡；她的追求，并非对西方价值的盲目追随，而是对中国传统伦理中“仁

爱”“平等”等核心观念的现代性诠释。王宝川所追求的平等，是根植于伦

理意识与跨文化对话的平等：它承认并尊重文化、身份与价值的多元差异，并

且在差异共存的前提下，通过平等对话、伦理协商实现权力平衡与利益共生。在

与薛平贵的关系建构中，这一平等理念得以具象体现：王宝川不再是依附于

夫君的附属者，而是拥有对等话语权的协商主体，能够与夫君共同决策、共

担责任，携手面对命运的挑战。她所追寻的自由，是伦理框架下的责任自由，而

非脱离社会伦理约束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以人性尊严为底线、以伦理责任

为根基，是个体自主选择人生道路、掌控自身命运的正当权利。王宝川脱下

华服、走出相府，是对父权束缚的主动挣脱，却并未抛弃家庭与社会的伦理

责任。相反，她以更为独立的人格姿态重新定义了自身与家庭、与社会的关

系。由此可见，王宝川的出走叙事非但没有再生产西方的文化刻板印象，而

是在对话中重构了中国文化独立的现代性话语体系，进而彰显中国女性的觉

醒所特有的历史逻辑与文化内涵。这种追求平等与自由的觉醒展现了人类共

同的伦理需求，它不仅是一种包容、理性的现代性实践，促进传统与现代的

共生、本土与世界的交融；也是联结不同文明的精神纽带，展现各文明独有

的伦理智慧丰富全球伦理话语体系的可能性。

王宝川的出走叙事，以独特的流动性与开放性生成混杂性，构建了一个

充满可能的“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同文化得以平等对话，不同身

份得以自由重构，不同价值得以相互融合。它向我们证明，跨文化交流并非

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或同化，而是在多元协商中，共同创造一种全新的、更

加包容的文化形态。王宝川所追求的平等自由，正是这种文化形态的核心价

值所在，它为如何处理文化差异、实现文化共生与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

了一种新的价值参照。王宝川的出走直面“人类未来何向”的时代问询，抵

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在“第三空间”的协商中形成关照世界的“整

体善”。这种共善作为关键线索，与戏剧跨文化交流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刘茂生，“文明交流互鉴与百年中外戏剧交流史研究” 
79）同频共振。王宝川的平等自由，既吸收了西方现代性中个体独立、权利

平等的核心内涵，又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责任、和谐共生的智慧精髓，实

现了跨文化语境下伦理意识与现代价值的深度融合。人类社会的跨文化对

话，本质上是以伦理共识为精神纽带的文明对话，唯有在尊重差异、包容多

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文明的互鉴与共生。

熊式一以戏剧叙事为载体，让王宝川从中国的玩偶之家主动突围，在传

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张力中，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质的跨文化实践路

径，有力驳斥了自我东方化的片面质疑，彰显了中国戏剧跨文化传播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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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价值。王宝川的出走串联相府、寒窑、行宫等多重空间，完成其伦理身份

从父权从属者到协商主体的蜕变，承载了内涵深刻的伦理协商，既揭示了等

级秩序下的人类普遍困境，也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为化解文化与伦

理冲突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剧作破除复古迷思与崇洋偏见，在批判中完成

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王宝川的出走所打开的“第三空间”，既回应了人类

对“自由平等”的普遍伦理诉求，也以“协同共生”“仁爱向善”的中国智慧，为

构建全球伦理共识提供了东方视角。归根结底，王宝川的出走既是个体伦理

抉择的结果，也是中国向世界发出伦理协商邀约的跨文化实验。《王宝川》

中伦理协商与跨文化对话的深层内涵，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人类共同

价值重建，提供了兼具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的实践方案，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现代生命力与永恒价值。可以说，王宝川的出走为中国戏剧在中外文明交

流互鉴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叙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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